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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草庐问答》 文献价值发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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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金宗德 《草庐问答》 是国内仅存的文本， 它的诞生与金宗德 “尊奉朱子”
的思想及当时李氏朝鲜面临内忧外患的现状密不可分。 金氏引据儒家经典， 阐释朱子学名物词章、 仪式流

程， 并采取具图形式， 考辨了礼文深奥、 后世争论处， 批驳了当时朝鲜每况愈下的民风以及借助礼学争论

借机引发党争的习性。 同时， 《草庐问答》 打破了朝鲜朱子学研究单调低质重复化的困局， 推动了相关研

究走向精细化， 使得朱子学研究从照搬原典走向文本自觉， 这是 １８ 世纪朝鲜学风在朱子学研究开始转变的

体现， 并为后来学人提供了创作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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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 馆藏丰富， 收藏

了一批珍贵的域外汉籍， 这些书籍较为罕见， 多

为国内少见汉籍， 故长期以来为学界所不知。 正

如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在 《陈垣 〈敦煌劫余

录〉》 序云： “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

新问题。” ［１］本研究即以新发现的金宗德 《草庐

问答》 为切入点①， 首先对此书的若干信息进行

探讨， 并以此为切入点， 展开对 １８ 世纪朝鲜朱

子学演进的研究， 诸多论述未必允当， 敬请方家

斧正。

一、 金宗德与 《草庐问答》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活字印本 《草庐问

答》 ６ 卷， ３ 册， 半叶 １０ 行 １９ 字。 白口， 四周

双边， 双花纹对鱼尾。 半叶框高 ２１􀆰 ２ ｃｍ， 宽

１６􀆰 ７ ｃｍ。 书前无序， 书后有金道和跋， 跋曰：
川沙金先生， 挺颖睿之姿， 用悫实之工， 以

忠信笃敬为存心之主， 本以四勿、 三贵为检身之

节， 度铢累寸， 积孳孳不已， 七十年如一日。 盖

先生得湖门再传之绪， 屡蒙笃实之评， 而卒受深

衣之托， 寔考亭之黄蔡也。 呜呼！ 韪矣， 先生既

不得有为于世， 则退而讲明， 斯道以启来学之

责， 亦有不得辞者矣。 于是作圣学正路以为迷道

之指南， 又作孔门一统以明传道之渊源， 又与门

下诸贤难疑问答， 编为是书。 凡二百二十余条，
首揭精一执中， 为圣贤传受之心法， 次论操存省

察， 为学者治心之单方， 末乃以四书之微辞奥

旨， 难于领解者， 反复推明， 各极其趣， 使世之

学者， 无抱疑彷徨之叹， 则具所以尊信师诀， 羽

翼斯文之功， 岂直为寻常论著之比而已哉？ 先生

既没， 屡有锓布之议， 既因循而未遑， 旋又兵燹

及之， 当日手本， 荡为灰烬， 则天意岂徒然哉。
适有传写一本， 出于门人敬进所蔵， 盖亦孔壁之

古文也。 本孙寿昶即兴一方士友， 更写一本， 托

道和以考正三已， 仍责识其事， 顾渺然未学， 何

敢泚笔于先生之书， 而窃伏念王考通德公， 亦尝

周旋于执经之列， 侍奉笔砚屡矣， 道和于此， 虽

执鞭之事， 何敢辞焉。 遂忘其僣猥， 谨以一言，
盥手书于卷端［２］３８１１。

据考， 川沙金先生， 即金宗德， 号川沙。
现存史料有关金宗德的记载不多， 从其

《川沙先生文集》 粗可零散地勾勒出其生平事

迹： 金宗德， 朝鲜庆尚道人， 生于 １７２４ 年，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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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７９７ 年， 师从于李象靖①， 为退溪学派的一

员， 受学派影响， 一生尊奉朱子学［２］。 他著述

丰富， 现存文集收录了他大量的诗词歌赋、 别纸

行状等作品， 而专著有 《心经讲录刊补》 与

《草庐问答》 ［３］， 前者主要论述心经的内容， 后

者主要阐发他对朱子学的理解。
对金宗德修撰 《草庐问答》 的缘由， 后人

金道和在书末跋语中有载， 现可据此归纳为以下

２ 点：
１． 经典晦涩难懂， 后世难以理解， 需著述

明之。 儒家经典自问世以来， 便以言简意赅著

称， 我国学者尚难以理解， 纷纷为之作 “注、
疏”， 更何况朝鲜文人， 他们对儒家经典更有先

天的隔阂感。 金宗德有鉴于此、 挺身而出， 通过

问答体的形式撰写此书， 让朝鲜文人明晰体悟儒

家思想。
２． 金宗德尊奉朱子之心。 如前所述， 金氏

受学于李象靖， 为退溪学派之一员， 该学派以尊

奉朱子为主要特色。 金宗德尊奉朱子之学， 为扩

大其影响， 着成此书。 他一生 “挺颖睿之姿，
用悫实之工， 以忠信笃教为存心之主， 本以四

勿、 三贵为检身之节， 度铢累寸， 积孽不已， 七

十年如一日”， 身体力行地遵行朱子学说， 并见

之着于书中， 以希发扬光大。 “盖先生得湖门再

传之绪， 屡蒙笃实之评， 而卒受深衣之讬， 寔考

亭之黄蔡也”。 金道和有感于此， 故将金宗德比

为朱熹门人黄干、 蔡沈， 他 “斯道以启来学之

责， 亦有不得辞者矣” 的精神， 让金道和更加

认为此书 “岂直为寻常论著之比而已哉”。 可见

金宗德希望通过撰写此书， 厘清晦涩难懂的经典

词章， 为后世学者的理解与使用提供方便， 继而

扩大本学派在朱子学研究上的影响。
从金道和的跋语 “当日手本， 荡为灰烬”

可知， 最初金宗德手本的 《草庐问答》 当在死

后不久旋即毁于兵燹之祸。 现行底本源于门人的

抄本， 并由金宗德之孙金寿昶委托金道和题跋，
故我们推测现行刻本的成书年代当在 １８００ 年前

后。 据我们目力所及， 现存题名为 《草庐问答》
的汉籍多存在韩国各大图书馆②， 如韩国国立图

书馆、 高丽大学图书馆、 湖南大学图书馆、 岭南

大学图书馆、 蔚山大学图书馆、 延世大学学术信

息中心、 安东大学图书馆、 龙仁大学图书馆、 京

畿大学中央图书馆、 韩国四友堂宗宅等 （见表

１）。 目前国内仅中山大学图书馆有藏。

表 １　 现存 《草庐问答》 的版本信息汇总

藏馆名称 著者 基本信息

（韩） 湖南大学图书馆
李惟泰 ２ 册， ３２ ２́１ｃｍ。 书写语言： 韩文， 木制刻本

（韩） 岭南大学图书馆
李惟泰

木活字本， ６ 卷 ３ 册， 四周双边， 半廓框 ２０􀆰 ５ １́６􀆰 ４ ｃｍ， 有界， １０ 行
１９ 字， 上下内向四瓣黑鱼尾； 书 ３１􀆰 １ ２́１ ｃｍ。 书写语言： 中文， 木
制刻本。 跋： 金道和。

（韩） 国立图书馆
金宗德

古活字本 （后期木活字）， ６ 卷 ３ 册， 四周双边， 半郭 ２０􀆰 ４ １́５􀆰 ６ ｃｍ，
１０ 行 １９ 字， 内向两叶花纹鱼尾， 书 ３１􀆰 ９ ２́１􀆰 ２ ｃｍ。 跋： 金道和。

中山大学图书馆 金宗德
朝鲜活字印本， ６ 卷 ３ 册， 白口， 四周双边， 双花纹对鱼尾， 半叶框
２１􀆰 ２ １́６􀆰 ７ ｃｍ， １０ 行 １９ 字， 书 ３１􀆰 ９ ２́１􀆰 ２ ｃｍ。 跋： 金道和。

　 　 通过各馆数据核对， 可知题名为 《草庐问

答》 者实有 ２ 种情况： 韩国湖南大学图书馆、
岭南大学图书馆藏本著者署为 “李惟泰”， 其他

各馆藏本著者署为 “金宗德”。
韩国湖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简称湖大本）

署为 “李惟泰撰”， 该书册数为 ２ 册， 行字明显

５２

①

②

李象靖 （１７１０—１７８１）， 字大山， 师从李栽 （１６５７—１７３０）， 为退溪学派第四代， 对朱子心学有着深入的研
究， 生平著作收入 《大山先生文集》。

表 １ 数据来自于韩国古籍综合目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 ｇｏ． ｋｒ ／ ｋｏｒｃｉ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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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 （简称中大本） 等版

本， 故我们颇疑此书并非 《草庐问答》。 那么此

书是什么呢？ 想要解决此问题， 须从李惟泰生平

入手， 相关信息如下：
李惟泰 （一六零七—一六八四） ……本贯

庆州， 字泰之， 号草庐。 在沙溪金长生和慎独斋

金集父子的门下修学。 他自幼能文， 在礼学方面

有很深的造诣…… 《四书答问》 是以对 《大学》
《中庸》 《论语》 和 《孟子》 提出疑问并回答其

问题的形式写成的［４］。
由上可知， 李惟泰， 号草庐， 著有 《四书

答问》。 我们又从 《朝鲜经学文献集成》 寻得

《四书答问》 一书［５］， 此书的形制、 内容等相关

信息恰好与湖大本 《草庐问答》 著录的信息相

符， 这表明当时著录者误将 《四书答问》 混淆

为 《草庐问答》。
厘清了李惟泰的生平， 这为解决韩国岭南大

学藏本 （简称岭大本） 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现

寻得岭大本之原貌， 作者亦署为 “李惟泰”， 通

过内容比对， 果然与中大本的内容、 行款、 版本

等信息一致， 这提醒我们当时岭大本的著录者也

错误地认为李惟泰是 《草庐问答》 的作者， 这

种错误之缘由大体有三： （１） 李惟泰的 “草庐”
一号。 （２） 李惟泰曾撰有问答体著述 《四书答

问》。 （３） 《草庐问答》 本身前无序言、 卷端亦

无作者， 跋语附在最后， 常容易被人忽略， 故著

录者错误地认为 《草庐问答》 是李惟泰的著作，
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通过纠正岭大本的作

者， 我们明白了岭大本确为金宗德的 《草庐问

答》。
此书在国内少见收藏， 《中国所藏高丽古籍

综录》 中未见著录［６］， 中大本作为现今国内唯

一存世的刻本， 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与收藏

价值。

　 　 二、 《草庐问答》 的文本思想与
史料价值

　 　 问答体是儒家经典解释的常用文体， 自战

国、 秦汉以来便广泛流传， 《论语》 《孟子》 《管
子》 等书皆以此行文。 宋代的 《朱子语类》 更

以问答的形式， 使得大量儒家经典原理在辩驳中

得到澄清， 继而对修身、 义理、 道德、 性命等诸

多宏观哲学命题进行阐释， 加深了后世对它们的

理解， 以此构建了一套逻辑严密、 思想深邃的理

学体系， 影响巨大［７］。 金宗德 《草庐问答》 便

是仿之而成， 在书中借问答体阐发金氏自己的思

想， 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读书观

金宗德注重读书， 特别是注重为学之道。 他

在开篇便以 “问者， 天下之事众矣， 而必以学

为重者， 何也？” ［３］５１抛出对为学的疑问。 继而他

在回答中梳理了为学的重要性， 指出 “天下之

人皆善， 而天下之民则无用学可也。 万世之君，
皆如尧舜； 而万事之佐， 皆如皋夔， 则无学可

也”。 正因为君臣不贤、 不可复如尧舜皋夔， 所

以 “学者要以君法尧舜、 臣效皋夔” ［３］５２， 通过

学习使得 “人皆善而不困”， 这便是 “学者承天

也”。 对于学习， 他的观点有三：
１． 在学习态度上， 金氏认为要持之以恒，

不可半途而废。 他认为读书就像 “儿童上学，
不可弛慢之为也！ 但所操之心、 所为之事， 昨日

如是、 今日如是， 今年如是、 明年如是， 恒久勿

失” ［３］５４， 在为学之道上保持恒长的耐心。 在金

氏看来， 学习不可推缓， 通过长时间、 高强度的

学习， 才能有所收获。 “孔子曰： 学如不及， 发

愤忘食。 子思曰： 人一能之， 己百之； 人十能

之， 己千之。 盖日月失矣， 岁不我与。 夫以圣人

之生知安行， 无不知、 无不能， 而犹如此， 况众

人哉！” ［３］５５岁月易逝、 时不我待， 圣人尚且努力

学习， 作为普通人则要投入更大的气力。 因此，
金氏主张学习时要保持坚定之心， 不能为他人所

误， 在 “他人嬉戏游遨” 时， 自己应当 “始终

如一” “弘毅重远”， 保持 “恒” 心。 当然， 如

果临时出现状况， “有事则应知， 有客则迎接，
不可废也！” 对于偶发性事件， 在 “限程” 之内

应当做到处理与接待， 不能废弛事务、 怠慢

客人。
每日读书恒久， 但会忘记， 资质也有敏钝之

别， 金氏认为 “何可归咎于性钝而安于放废

乎？” 不能将读书遗忘归于资质本身， “读后旋

忘而读之愈勤， 忘后复读， 而读之愈熟”。 读书

需行勤苦， 随忘随读。 “不问读后记与不记， 而

读时若将以圣贤之言为己言， 圣贤之行为己行，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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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言或不记， 而其精神津液凝结于胸中， 顾自流

出而为文辞， 发见而为德行也” ［３］６９。 只要勤劳

读书， 哪怕记不住里面的言语， 亦能体察出圣贤

之心， 将圣贤之精神学会， 使得自己的言行符合

圣贤之意， 便能达到德行。
２． 在读书方法上， 金氏深受朱熹的影响，

在他眼中， “小学” 既是词章训诂的识字之法，
又是进阶 “大学” 的基础。

一方面， “无小学之本， 则凡向上事， 无住

足着脚处”。 “小学” 之后， 根基既固， 则可遍

读包括孔孟程朱等著作在内的一切凡涉儒家经典

之作。 “名为学者， 而不过曰 《小学》 《四书》，
而 《太极图说》 《西铭》 之妙， 茫未窥测； 河洛

之数， 闰月之法， 皆生疏， 不可谓通才博儒矣”
“大学如 《孟子》 《中庸》， 程朱指示之次第， 不

可易也。 也不但此也。 如 《心经》 《近思录》
《朱子书节要》 《退陶先生集》 ……力量所及

……不可不知” “ 《太极》 《西铭》 乃义理之源

头” ［３］７１亦须了解。
由于人生有限， 读书时间亦有限， 因而阅读

也有次序之分， 他认为当先读程朱典籍， “ 《近
思录》 《性理大全》， 首皆而表章之……功夫有

缓急之异……量取自己力量之大小、 聪慧之利

纯， 随其所及， 而或兼或拣， 适其机会， 而或先

或后， 不必局乏取舍， 认分本末” ［３］７５。 因为程

朱之学最为重要， 故应先读 《近思录》 《性理大

全》，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 聪慧程度， 兼拣

他书读之。
另一方面， 金宗德认为 “八岁入于小学，

十五入于大学之说， 认取十五年， 人为大人， 然

非也。 古之训字， 必以在己者， 及于物为大， 但

能为善于己， 妆个一身而已者， 不能及也。 故充

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正， 已而物正之谓人臣， 格君

心之非， 谓之大” ［３］７８。 在此金宗德继承朱熹对

“小学” “大学” 的解释①： 认为 “小学” “大

学” 之别， 非在年岁而在学习目的。 “大学” 之

目的是 “明明德” “新民” “止于至善”， 为的

是体察宇宙人生之义理。 金宗德继而在朱熹的基

础上， 进一步将读书与仕宦联系在一起， 认为

“大学” 的最终旨归是立为人臣， 更化世风。
在读书时， 金氏认为要 “苛索句意” “如酷

吏用法” “博考来历， 详辨意类同异详略， 引证

照检， 无不周悉”。 采取训诂的方式， 认真弄清

每个词语、 章句的含义， 不能似是而非。 在细读

之后应当学贵有疑， “问学者固然不能无疑， 亦

不可不有疑， 必须无疑者， 使之有疑； 有疑者，
穷而通之， 方可进矣。” 那么疑从何来呢？ 金氏

认为： “所谓疑者， 指何而言也？ 曰： ‘义理之

微奥幽深， 而未易见； 文句之艰难结滞， 而未易

解； 如出处来历、 句绝音义， 皆是也。’” ［３］９４ 从

先儒文章出发， 明晰文句， 体会奥义， 使得

“读之无难， 说之无阻”。
３． 在读书与做事的关系上。 金宗德认为读

书不能置自身于象牙塔内 “不问世事”， 要走出

书斋， 通过处理事务、 学以致用。
问： 事物之多， 不能无分歧之患……人生于

世， 万物备焉， 万物之修， 莫非事也……人在天

地中， 能高飞远走， 不在人间耶？ 不在人间则

已。 在人间， 一日则何事不可管也……事物来，
受命于我， 则处事皆学问也。 辨其所， 处之事

之， 是非当否， 则是穷理也， 专意于应此， 而不

杂以他事， 使条理灿然。
问： 知之与行， 寻常说如车两轮、 如鸟两

翼， 不可依靠， 不可偏废， 然亦不无轻重、 虚实

之异， 必须所知者发于行， 知有着落， 而行有准

则。 若务知而缓行， 专于讲说， 而任其所行， 不

相资用［３］１０１。
金氏认为人处于天地之间， 必然会遇到各种

繁多的事务， 但不能因为事务繁多而避之， 因为

学习虽然重要， 但将所学用之于世则更加重要。

７２

① 朱熹对 “小学” “大学” 的解释， 可见于 《大学或问》， 其文 “曰： 吾闻君子务其远者大者， 小人务其近者
小者。 今子方将语人以大学之道， 而又欲考乎其小学之书， 何也？ 曰： 学之大小， 固有不同， 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是
以方其幼也， 不习之于小学， 则无以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 而为大学之基本。 及其长也， 不进之于大学， 则无以察夫
义理， 措诸事业， 而收小学之成功。 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 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 而有高下浅深先后缓急之殊， 非
若古今之辨、 义利之分， 判然如熏莸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 今使幼学之士， 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
间， 礼乐射御书数之习， 俟其既长， 而后进乎明德、 新民， 以止于至善， 是乃次第之当然， 又何为而不可哉？” 参见
朱熹． 朱子全书： 第 ６ 册 ［Ｍ］．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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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与 “行” 如鸟之双翼、 车之双轮不可偏

废， 通过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 使得自己的思维

更加严密， 达到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

即文章” 之境界。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此言学问

有许多功夫， 举其大目如博学、 审问、 慎思、 明

辨、 笃 行 皆 是， 然 要 其 谛， 则 以 求 放 心 为

准” ［３］１１２。 在他看来， 学问之道有很多， 但最终

指向便是 “明心见己”， 通过读书做事， 让自己

“放心”， 即使得自己的心态变得更为宽广， 让

自己 “不怨天、 不尤人”， 拥有 “容人容物”
“知晓天命” 的气量。

总之， 金宗德极为重视读书与为学之道， 因

此在书中用大量篇幅专门论之。 在他看来， 读书

需刻苦、 恒久、 广博， 亦不能困囿于书斋当中，
当将所学之知识内化， 用于处理各种事情， 在事

件处理当中， 历练自己， 使得自己的心境变得更

加宽广， 不怨天尤人， 做到容人纳事， 知晓

命理。
（二） 哲学观

１３ 世纪末， 朱子学东入朝鲜， 很快便引起

了朝鲜学人的极大关注， 并逐渐在研究领域上形

成了 “主理派” 与 “主气派”。 前者以李滉为代

表①， 主张 “理” 是万物本源， 倡导 “四端七

情” 说， “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 七情之发兼

气， 故有善恶”， 认为四端 “仁义礼智” 来源于

理， 故都是善的， 而七情 “喜怒忧思悲恐惊”
则来自于气， 故有善有恶， 在他看来 “理” 自

身即具有活动性。 这种 “理气两分” “理动说”
引起了栗谷学派的反对， 创始人李珥认为 “七
情” 包含了 “四端”②， 理是 “无始无终” “横
跨时空” “形而上” “无活动性” 的存在， 气是

“有形有具” “夹杂” “具有互动性” 的存在，
二者相互独立， 也相互杂糅， 这种杂糅的根本就

在气囿理动， 故只有 “气发”， 而无 “理发”。

金宗德作为退溪学派一员， 在 《草庐问答》 中

表现出对 “主理派” 的支持。
金宗德认为太极是万物之本， “太极非悬空

物事， 具于事物之中， 体之以忠正， 任意而只曰

太极， 则指言造化源头之本也” ［３］４４１。 在金氏看

来， 事物均是太极的外向性标化， 而太极是它们

的源头。 “至善非玄幽渺荡处， 只在事物上， 昭

著发见于明德新民” “此主敬穷理卫明明德之本

……克己谨独之中， 知理一分殊之义， 然后可

也” “理是洁净纯粹底物， 性即理也” ［３］４４６。 理

是最为洁净纯粹的， 太极因此也是至善的， 人只

有不断穷理明德、 修身自省， 体悟理之根本， 才

会不断接近于至善的境界， 并以此教化新民。
在金宗德看来， 太极作为理的根源， 自然是

非 “静” 而 “动”， “太极， 动而生阳， 静而生

阴， 非理则气， 何自而生乎？” 阴阳、 理气都是

派生于太极， 万物不可自生。 “理为气囿， 气之

用事， 理流而为恶， 恶非理之为也， 乃气之为

也” ［３］６９１。 他肯定了 “理” 是运转的， 理是会被

气阻碍的， 这种阻碍的产物即是恶， 因此他确定

了 “理动理发” 的观点， 并试图把握理的普遍

性、 内在性， 批驳了气对万物的意义， 反击了栗

谷学派对 “气发” 的观点。
继而他从理与气， 深化到对动静、 人心、 道

心的理解， 他强调人的私欲来源于动， 人欲从天

理中来。 但如前所述， 天理是最干净纯粹的， 并

无 “夹杂” 污秽， 那么为何会派生出人欲呢？
他认为 “譬如清静之水， 或遇石而激， 遇坎而

凑， 遇粪土则秽”， 正因为天理在运转时， 为事

所激， 就会引发人的私欲。 那么人应该如何脱离

私欲呢？ 在他看来， “众人之失于动者， 只以有

欲也。 圣人之动静俱静者， 只以无欲也” “流于

气， 变为人欲， 非天理之自流也， 都系自家放忽

之致” ［３］２１３， 只有人在静时， 克省自身， 不让自

己的欲望放流， 让天理昭然不动， 人才会无欲。

８２

①

②

李滉 （１５０１—１５７０）， 字退溪， 安东人， 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 进士及第， 此后辗转各地任官， 年老后归乡隐居
于退溪， 开院讲学， 潜心精研 《朱子全书》 和朱熹书信， 而后辑成 《朱子书节要》 十四卷。 李滉尊奉朱熹之学， 尤
其独尊朱子的性理学说， 摈斥阳明心学， 对当时整个朝鲜的影响巨大， 他所传学说也被后世尊为退溪学派。 参见卢仁
淑． 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 ［Ｍ］． 首尔：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４６．

李珥 （１５３６—１５８４）， 字叔献， 号栗谷， 世称栗谷先生， 历任户曹佐郎、 吏曹佐郎、 户曹判书、 大提学等职。
因病辞官后， 归乡从事教育事业， 所传学说也被后世尊为栗谷学派。 著有 《栗谷全书》 《答成浩原》 《圣学辑要》， 与
李滉并称为朝鲜朱子学 “双璧”。 参见卢仁淑． 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 ［Ｍ］． 首尔：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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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 他又引入孔孟的 “中”， 及派生

“中正” “中庸” 等概念， 对长期争论不休的

“四端七情” 说进行了补证。 何为 “中”？ “太极

岂非至善而或有不中乎？ 若有不中， 何以曰至

善， 而至善者， 非太极而何惟？ 所谓中者， 可以

形至善， 之所以为至善， 而太极之实在于是

也”。 他认为 “中” 即 “至善”， 是 “太极” 的

根本。 换言之， “中” 即是一切有关于 “理” 与

“气” 的根本。 那么作为 “四端” 的 “仁义礼

智”， 就当以 “中正” 为前提， “中正仁义礼智

信二字， 易以中正者何也？ 曰： 礼有过不及而言

中， 则礼得恰好处也。 智有正、 不正……中与正

便是礼智之训诂， 非别立于礼之外也” “ 《太极

图说》 分体用之异也， 盖言仁义礼智则只是行

也……动静之间， 亦不济事， 尔惟以一敬字为

主， 或静或动， 而无间焉……自立中仁之用， 自

行清明、 纯粹， 静而涵感通之， 妙品节不差， 动

而不失其本， 然之中矣！” “盖中庸非是别般道

理， 所谓至善、 太极、 四常之异名。 岂有不中庸

之 至 善、 太 极、 四 常， 本 自 恰 好 传 为

道” ［３］５１１ － ５１２。 在金宗德看来， 正因为 “中” 是

太极之根， 是至善之源， 太极、 至善、 中都是一

样的。 由太极派生的 “理”、 由 “理” 派生出来

的 “四端” 都必须服从于 “中”， 即表现出 “中
正” 与 “中庸”。

但 “四端” 发源于理， 是一种形而上的

“行”， 自身并无任何倾向性， 那么为何需要用

“中正” 来定义善恶呢？ 对此， 金宗德深入地进

行阐释。 他认为 “动静” 是善恶产生之因素。
他强调 “动” 即 “众人之失于动者， 只以有欲

也”， “静” 即 “若博主未发之静云尔， 则未发，
不待主之而自静， 何事于主？ 若兼于动时主此静

底云尔， 则反易入于收视反听之域， 未知其何主

也？” “动、 静” 都与 “四端” 息息相关， 都会

影响到 “四端” 的 “善恶”。 过于 “动”， 抑或

过于 “静” 都会破坏 “四端” 之本源 “理”，
使其 “流转滞殆”， 所以需要以 “中正” 匡正

之， “中正” 由此成为了贯穿动静之本。 现有学

者桂涛在分析金宗德的 “动静” 观时， 亦指出：
“金宗德担心提倡 ‘主静’ 会让人偏向与动相对

立的静一边， 而忽略了 ‘至静’ 的超越性。” ［８］

虽然桂涛使用了较为复杂的 “动” “静” “至

静” 等词汇去分析金宗德的思想， 但很明显，
他所述的 “至静” 便是金宗德在书中所称的

“中正”。 由此观之， 桂氏之文的结论支撑了我

们的观点， 即在金宗德看来， “中” 是太极的来

源， 它是至善的存在， 后世之所以会有善恶， 皆

来源于 “动、 静” 的影响。 那么如何消除这种

弊端呢？ 就需要 “中正” 进行匡正， “中” 成为

气理之学的根源。
总之， 金宗德继承了退溪学派的 “主理

说”， 认为 “理” 具有能动性， 这种能动性即是

“动、 静”， 它们导致了善恶的出现。 如何规制

善恶呢？ 对此他引入了 “中” 的概念， 他认为

太极之所以是至善， 缘由便是 “中”。 “中” 可

以匡正 “动、 静” 对天理的运转， 带来了各种

影响， 只要维持 “中” 及 “中正” “中庸” 的

态势， 天理的循环、 太极的交替都会出于至善的

状态， 继而使得人间和谐。
（三） 义利观

儒家极为重视义利观， 甚至有 “义利之说

乃儒者第一义” ［９］ 的说法， 孔孟程朱皆有论述，
而金宗德对此亦有自己的见解。

“义利之分， 如熏莸冰炭之判然不相近者，
固无别择之难”， 在他眼中， “义” “利” 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东西， 但却又有 “夹杂之累”， 义利

相互渗透、 杂糅， 使得后世难以分明， 在行义利

之事时， 往往会 “毫厘之差， 千里之谬” “有难

辨析不辨”， 如若在为学时， 始终以分辨义利为

首要目的， 则 “一生为学而终， 未免泥水胶粘

之累”， 因而后世往往 “欲并用王霸双行”， 最

终 “卒以乱德义而祸天下” ［３］４１１。
因为后世已经不解 “义利” 互相杂糅、 互

相独立之特质， 所以常常以 “利” 取 “义”、
“义利” 不分， 继而促使统治天下的理论发生了

变化。 在金宗德看来， 以前圣人治理天下， 使用

的是 “尧舜之道”， 而后世治理天下采用的是

“先王之道”。 所谓 “尧舜之道” 即实行 “仁

政”， 以 “规矩、 准绳、 六律” 为治政之本， 通

过 “忧民所忧、 乐民所乐”， 让天地生民 “发见

己德”， 达到尧舜之道。 后世的 “先王之道”，
则是用 “法家治民”， 以 “经文覆天下之言”，
以 “一己之忧为天下忧” “忧乐出于私己”， 使

得百姓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 为法所困， 君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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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级， 隔绝不通， 一姓之独尊于天下。
从 “尧舜之道” 转为 “先王之道”， “君臣

之别” 日益显现， 君主尊贵无比， 以 “法” 规

制天下， “仁” 不复存在， 那么君臣之间， 又如

何相处呢？ 对此金宗德继续进行深入的阐发， 他

认为君臣之间， 当以 “义” 结。
君臣子伦， 命之曰： “有义， 义之中有裁制

合宜之意……为人臣者， 先将义之一字， 以为忠

君尽伦之本。 而君之使臣， 亦以义相接， 勿以目

前承顺为忠， 而看其执义之如何。 勿以汲汲趋令

为恭， 而审其行止之， 合义则可以厉廉耻、 振士

风， 致身授命之臣， 盈于朝廷， 纲纪自立， 而国

家不至于危难。” ［３］７１４ － ７１５

君臣以义相待， 作为臣子， 当以义为根， 行

“忠君尽伦” 之事， “君命召， 不俟驾行” “有危

乱， 则都把身命纳之于君， 不复以吾身”。 每逢

国家大难， 舍生忘死， 把身体付诸于君主， 但并

非是一味的 “顺从” “承旨”。 作为君主， 亦当

以义对待臣子， 不能认为一味顺承旨意、 溜须拍

马的臣子是好臣子， 而要审查他们的言行举止，
如果合乎义， 则可以提拔上来， 授予他们大任，
这样就能树立起廉耻观， 振兴士气， 朝廷上的纯

正之风、 纲纪之伦都会得以巩固， 国家就会免除

危难之险。
既然义如此重要， 那么义利观如何树立呢？

对此金氏亦有感悟。 “其留心于义理之书者， 身

对书册， 心究文义， 而身在一旁， 书册在一旁。
心为一物， 文义为一物。 不相乳入天命、 性道之

训。 仁义礼智之说， 惯然熟记颂”。 金氏认为对

于学习义理之学， 不应只专论于书籍， 更要将自

己的内心融入天命、 性理当中去细细体悟。 接着

他又举出例子： “庸学论孟子文， 大全语类之

义， 贯穿该悉， 对人讲辨， 无所阻碍， 人有质

问， 足以答应， 而天命、 性道未见， 昭著于身，
心上仁义礼智未见流行于日用之间， 所知与所行

判成两段则何益之有哉！” ［３］７２２在金氏看来， 想要

领悟义理学， 非背诵所能达到， 那些庸学之人，
虽然对孟子、 朱熹的著作极为熟悉， 把自己变成

了 “抄书匠”， 遇到任何提问都能慨然回答， 但

自己在生活当中并未行用， “知” “行” 不能统

一结合， 身体力行， 则更无益处。 由此可知， 金

宗德认为义利观的树立， 讲究用心去体悟 “天

命性道”， 摆脱书本之窠臼， 知行合一。
总之， 金宗德所构建的义利观， 是一套理脉

清晰、 逻辑自洽的学说， 他首先从义利本身出

发， 认为义与利截然不同， 但相互杂糅。 想要辨

别清楚较为困难。 先圣能够分辨， 故创立了以

“仁” 为基础的 “尧舜之道”； 后世缺乏分辨的

智慧与意识， 故创立了以 “法” 为基础的 “先
王之道”。 在 “先王之道” 统治之下的君臣等级

森严， 如何使得君臣相处合宜呢？ 金氏认为当以

“义” 行， 臣子不谄媚于君， 在国家危难之际挺

身而出， 捐躯赴国难； 君主不信用佞臣， 通过审

查臣子品性行为， 提拔那些 “义” 臣， 继而振

兴朝廷纲纪、 让廉耻之风浩荡于社会。 义是如此

的重要， 普通人该如何树立呢？ 金氏认为当用

“心”， 在读书之时， 用心体察天命， 还要走出

书斋， 为社会做贡献， 身体力行， 使得整个人浸

慕在天理之中， 继而查获义利。
（四） 杂论

正如金道和在跋语所称赞金宗德为 “考亭

之黄蔡也”， 他确实博学于文， 在 《草庐问答》
一书中， 无论是经文礼典， 还是民风世俗都表现

得极为熟稔。
１． 对个人名誉得失的看法。 “文为善在世

之礼短， 而垂名于没世之后长， 见其身二称之者

不广……欲使身后流芳、 传美久而弥彰， 不亦善

乎？” 他主张应当看淡身前身后名， 人生当以著

书立说、 教化人心为主。 “传于后者莫如书”，
自身 “有实德而自有声望”， 只要自己德隆望

尊、 力行教化， 便会留下声望， “夫声望者， 他

人之所见， 而归之于我， 非我之所知也”， “声
望非我之要有便有， 以为不可无 而 袭 取 之

也” ［３］５９。 他认为声望强求不来， 不是想要便有，
而是自己德行优良， 他人见到便会将之归于我。
接下来， 他以此为切入点， 展开了对当时社会的

批判。 他认为 “名誉声望， 本出于知善”， 但一

些人不知声望强求不来， 于是以金钱 “笼络”
他人， 最终导致 “名益损， 而估则减价” “求声

望” 而 “何声望之有”。 这不仅是个人钱财的损

害， 更是对社会道德观的败坏， 那些 “以金钱

求声望” 的人， 将之作为可供买卖的商品， 使

得 “世道浸下” “人心浇漓”， 败坏了世风。
２． 对谤毁的看法。 “问： 何以则无谤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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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有谤毁则何以处之”。 他首先认为谤毁是

一件稀疏平常之事， “谤毁之来， 圣贤之不免

也”， 就连圣贤也不免于谤毁， 继而他举出 “孔
子被谤不知礼事君” “孟子被谤流滞简傲” “程
子被谤行乡” “朱子被谤事魔” 等事例证之。 毁

谤皆来源于 “嫉妒”， 如若一遇毁谤， 便 “躁动

纷扰、 浮隘轻薄” “口沫出尽， 意说破以冀目前

之快” ［３］２６８， 则又如火上浇油。 因此， 金宗德认

为面对毁谤当从容对待， “盖无十年之谤， 久则

自息”， 毁谤自然会平息。
３． 对礼的看法。 “礼者， 天理之节文， 人

事之仪则， 乃践道之事迹， 而人伦之纲维也”。
他认为礼是天理人伦的表现、 做事之准则， 是

“道” 的显化。 对于礼， 历代学者都进行过阐

释。 “三代以后， 朱子为圣学之集成， 而天下之

宗， 仰则其于礼也” ［３］４０。 在他看来朱熹是尧舜

以后的圣人， 天下之人皆在等其做礼书， 但

“其义有备、 其书未成”， 朱熹亡后， 其 《家礼》
一书为残本， 于是 “不得不追考乎 《仪礼》， 博

采乎魏晋， 以补其阙”。 因为朱熹撰礼未成， 故

后世之礼皆只得 “追考前例， 以合时宜”。 一些

人食古不化， “慕古不恤时俗之宜， 不畏邦制之

重， 反欲以三代之法、 仪礼之繁， 加之于今”，
最终只能导致 “害不胜言也” ［３］４１。 由此观之，
在金宗德的眼中礼随时而变， “回向三代” 行不

通， 礼要根据现实而更新。
当然， 金宗德在书中还对他认为其他较为重

要而需向后世阐明的内容， 也一一进行了辨析，
限于文章篇幅， 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但究其根

本， 其最终的旨归便是教化民众、 体悟天理。
总之， 基于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明显地发

现金宗德的 《草庐问答》 一书仿 《朱子语类》，
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 在书中， 他阐释了读书之

法与为学之道， 论述了天理的运转与动静的影

响， 辨析了义利之别与王霸之道， 同时他还对自

己觉得较为重要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使得整本书

内容丰富、 思想深邃， 也呈现出教化性。

　 　 三、 《草庐问答》 与 １８ 世纪
朝鲜朱子学的转向

　 　 自 １３ 世纪朱子学东入朝鲜后， 朝鲜学者对

此表现出皈依者狂热， 并随时间推移而靡盛， 到

了 １６ 世纪， 伴随着 “四七之争” 而来的是以李

滉、 李珥为代表的退溪、 栗谷两学派之间此起彼

伏的争论， 这种争论愈演愈烈， 涉及的学人学派

不断增多， 几乎呈现出 “无人不论” 的局面，
此局面持续了百余年， 让朝鲜的朱子学研究达到

了极盛之势， 到金宗德所属的 １８ 世纪， 终于迎

来了退潮。
对此， 金宗德有言： “四端七情之辨为东国

学问之大是非， 苟从事于此， 学者必有是论， 而

迄今累百年载， 尚未有一定之言。” 而未有 “一
定之言” 的原因在于 “盖不以公平之见， 审择

义理之归趣， 而把作党门角胜之势。 同者与之，
异者排之， 入者主之， 而出者奴之” ［３］２。 金氏此

时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四七之争” 日益党争化

的趋势， 双方的争论已然超出了学术范围， 成为

树立异己的手段。
金宗德在书中也表示出他对 “四七之争”

的解决思考。 一方面， 他严格约束争论的范围，
将无关学术的讨论斥为伪学。 “伪者， 人之自外

见而言之也。 虽使假而饰之巧且密矣” ［３］３。 他将

无关学术的争论比喻为 “装饰”， 这种 “装饰”
虽然巧妙细密， 但 “终岂有不知哉！”

另一方面， 他又试图引入与改造更加原始的

儒家学说。 在他看来， 孔孟是在朱子之前的圣

人， 孔孟的学说较后世 “尤好”， 于是他以之作

为调和学术争论的工具。 如前所述， 他引据了孔

孟 “中” 的概念， 并加以改造。 在 《中庸》 篇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中” 是指人情未

发， 人心还未接万物而产生感情之情的状态。 但

金宗德将其含义异化了， 他所谓的 “中” 是

“太极岂非至善而或有不中乎？ 若有不中， 何以

曰至善， 而至善者， 非太极而何惟？ 所谓中者，
可以形至善， 之所以为至善， 而太极之实在于是

也” ［３］３９６。 金氏的 “中” 指的是一种模糊的天

性， 是天地万物还未运动时， 太极处于 “至善”
的状态。 可见， 孔孟的 “中” 与金氏的 “中”，
在主体上从 “人” 变成了 “理”、 在指向性上从

“内心” 变成了 “命道”。
在完成了对孔孟 “中” 概念的异化后， 他

将之作为调和 “四七之争” 的利器。 他首先从

“理” 与 “气” 出发， 不再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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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它们都属于 “太极” 运转的结果， 这

打击了栗谷学派的 “气发说”， 也偏离了退溪学

派的 “理发说”。 接着， 他对 “善恶” 的产生进

行辨析， 他认为善恶是 “理” 动的结果， 虽然

理是太极派生出来的、 纯粹洁净的存在， 但他的

运动常会遭遇阻碍， 继而出现善恶。 那么怎样纠

正 “善恶” 呢？ 这时就要利用到 “中”， 在理动

的时候， 以 “中正” 的方式匡扶它， 让它流转

不至于停滞， 亦不至于阻碍， 就能维持洁净。 最

后， 人在学习时， 体悟 “天理”， 将自身的行为

纳入 “天理” 当中， 就会行善去恶、 明德见性

了。 由此观之， 金宗德对 “四七之争” 有一套

自己的解释， 这种解释既不与传统的退溪学派相

同， 又是对栗谷学派的反驳， 在他理论的规范之

下， “四七之争” 失去了最为原始的、 对 “理、
气” 辩论的动力， 二者的区分也不再重要， 他

对朱子学的思考， 开始转向对更为原始的儒家概

念的探讨。
实际上， 我们认为金宗德的思想非常值得留

意。 往昔刘刚先生曾对朝鲜朱子学的流变与影响

做出过具体的梳析， 他认为自朱子学东入朝鲜后

影响力不断扩大， 朝鲜学者不断抬升其地位， 继

而使得朱子学在 １５ 世纪前后， 成为了不容辩驳、
金科玉律的经典［１０］。 但我们至少从金宗德的书

中可知， 他不再认为朱熹的独尊性， 他眼中的朱

熹成为了与孔孟、 二程等同的圣贤， 朱熹的学说

只是一家之言。 故金宗德的思想应与当时朝鲜学

风的转型密不可分。 日本阿部吉雄先生曾在比对

朝日双方对朱子学的接受度时， 指出从 １７ 世纪

末开始， 朝鲜在内外压力之下开始了对流传百余

年朱子学的反思［１１］。 金香花先生在追溯 “四七

之争” 在 １８ 世纪的演变时指出： “实际退溪和

栗谷二者的学派内部也在不断分化……朝鲜论争

的重心从四端七情这个已发之情到性、 心、 知觉

等更为原初的概念相续登场， 进而形成论争无非

是四七理气之辩的进一步的深化。” ［１２］ 桂涛先生

在论述朝鲜的 “中华意识” 时也指出： “十七、
十八世纪的朝鲜， 随着清政府实力的崛起， 他们

‘小中华’ 的意识也在随着转变， 周边国家以自

身为视角审视东亚的主体性意识已在酝酿之

中。” ［８］彭林先生曾对金长生的 《家礼辑览》 进

行过分析， 他指出： “乾嘉以后， 汉学复兴， 考

据之学臻于极盛……然而， 此时与中国学术界交

往密切， 并且熟知考据之学成就的朝鲜学者， 寥

若晨星。 由此， 人们多以为朝鲜时代学术偏枯。
今读沙溪金长生的 《家礼辑览》， 发现上述印象

需要修正。” ［１３］

概言之， 以上诸位先生针对 １８ 世纪朝鲜学

风的研究， 提醒了我们当时朝鲜学风确实在进行

某种转型， 表现在礼学上是 “考据” 代替 “义
理”； 表现在朱子学则是朱熹独尊性的地位开始

下降， 朝鲜学者开始对原始儒家论述进行溯源性

探讨。 而本研究对金宗德的探讨， 或可为诸多前

贤的结论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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